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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封建与郡县之辨再探
———权力、利益与道德之间

鱼 宏 亮

摘　要：封建、郡县之辨，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一个特别重要的议题，涉及古代国家权力与资源如

何分配、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界限的问题。既然郡县已经成为秦汉以来牢不可破的国家政体，那么其弊

端也时时显露、为害。在缺乏新的政治哲学资源的时代，对于郡县制度“其专在上”的反思与批评，就只能

借助于封建的话题来进行。这是封建论在不同时代时时被提起的历史背景。明清之际，宋明理学尤其是

其“公私、义利之辨”，成为了新的政治文化资源，深刻地介入对政治理论的塑造与影响之中。明代末期的

义利之辨对明朝以皇权为核心的利益集团的批判，既包含深刻的学理，也有着惊心动魄的现实斗争因素。

在晚清建立权利、自治等现代政治观念之时，封建、郡县之辨又成为中国近代革命伦理得以建立的重要思

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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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中，郡县与封建之辨，从汉唐到近代都没有停止。虽然自秦以降，以
中央集权与齐民编户为标志的地方治理体系愈来愈固化，但关于权力过于集中于上的批评也不绝如
缕。从贾谊、柳宗元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直到近代的梁启超、章太炎，都有重要的论述。尤其到
了明末清初将近半个世纪的政权轮替时期，士大夫关于政治的反思和建构几乎都集中在封建与郡县
的关系上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封建与郡县之辨，本质上是关于政治权力集中还是分散、政治体
制到底是集权还是分权更有利于维护传统国家政权稳定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中国
古代政治体制一个核心层面：以皇权为代表的中央政府权力与以地方绅权为代表的地方权力到底该
如何分配，如何调适。可以说，关于政治权力的调整，是明清以来士大夫深切反思古代政治弊端、建
构权力秩序所关注的主要方向。顾炎武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①黄宗羲说：
“今封建之事远矣。因时乘势，则方镇可复也。”②王夫之评说秦废封建，导致对地方官员“不纵以权，
不强其辅，则所以善役天下而救其祸者，荡然无所利赖”③。由此可见，封建与郡县之辨，又自然地推
及涵盖公私之情、义利之辨、善恶之源与理欲之分，这一论题几乎涵盖了道、学、政的各种重大问题。

现代史学家中，杨联陞、萧公权对此问题予以充分之注意，王家范从中西政治哲学比较的角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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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县、封建之辨的局限进行了反思①。本文试图从更为广阔的背景来重新看待这一问题，郡县、封建
之辨，背后关联着义利之辨、公私之分等更为严峻的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而１７世纪的这种批判性
政治思潮，在晚清重建现代国家政体的语境中，成为接引自治、共和、公权等现代观念的重要传统资
源，曾经产生重要影响。顾炎武说：“天下之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
不如其自为。此三代以上已然矣。”②可见，郡县与封建之辨，确实包含着多重维度的政治文化内容可
供观察，亦可作为认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核心视角，给予重新审视。

一、“意有所指”的郡县论：一种批判性政治思潮的总结

唐代著名政治家柳宗元因参与永贞革新而遭受流放，他在忧病交加却“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
内”的坚定信念中，作政论名篇《封建论》，指出“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
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
也”③。此文的背景既与永贞革新中采取一系列贬抑藩镇、打击外戚的政治措施有关，又与太宗时期
关于封建的辩论有关。柳宗元评析各种论述，从政治哲学和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对此问题进行了深
入阐述，指出后世种种封建之议由于时势改易而不再具有恢复的条件。《封建论》是一篇总结性文
献，唐人说“宗元此论出，而诸子之论废也”④。此后，虽然南宋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亦提出相似
看法⑤，此后有关封建、郡县的讨论，大格局不出柳子厚所持论。明代杨慎说：“昔之论封建者曹囧
（同）、陆机、刘颂、魏征、李百药、颜师古、刘秩、杜佑，自柳宗元之论一出，而诸子之论皆废。苏子瞻志
林之论一出而柳子之论益明。”⑥指出柳宗元、苏轼两人论封建对后世影响之大。

但是，到了明清之际，这一论题又为士大夫所喜论，其中奥义，有超越柳氏《封建论》之外者。本
文试就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等清初政治思想家的有关论述为主，阐明这种新意所在。也
就是说，专制之害由来已久，其表现多端，何以于明末成为政治反思的集中体现？

明末郡县与封建之论再次兴起，其背景不惟伸张传统文化中君与民孰重孰轻的要义，更在于对
有明一代君主专制的集中批判与反思。关于明代皇权败坏而导致人民所遭受之深重迫害，古今史家
多有述论。顾炎武认为军制、定都（形势）、钱法、田功以及学问空疏、胥吏钻营、士大夫无耻等为有明
一代主要弊端⑦。王夫之认为酷刑、奄宦与夷狄为明弊政之重⑧，黄宗羲认为君主贪婪、大臣无权、法
治败坏、宦官专权为明代衰败的主因⑨。唐甄则认为：明末诸臣“使之治兵而兵无用，使之治赋而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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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盗寇日张，国势日蹙。于是乃复用太监，横征无艺”①。
集中起来，明末的政治危机主要体现在君权过分集中与皇帝过分滥权之上②。顾炎武总结集权

与分权的关系，一言以蔽之：“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③专制的动力来自于利益与
私欲。明代中后期诸帝，弃大义而逐小利，与民争利，达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从明神宗万历二十
四年（１５９６）起派出矿监、税使到全国掠夺财富，直到明末，皇家与贪官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但民间却
陷入了贫困的地步。根据估算，仅此两项，皇帝每年掠夺的财富就达到白银一百七十多万两，黄金三
千六百多两。而各级矿监税使中饱私囊的数量，更远远大于供奉给皇帝的数量④。除此之外，对于普
通人民赖以生存的营生，皇家都伸手介入。“渔利无厌，镇守中官率贡银万计。皇店诸名不一，岁办
皆非土产”⑤，甚至有聚娼作乐的“花酒铺”⑥。在中原地区百姓遭受水旱灾害、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万
历皇帝还将民田四万顷赏赐福王，“尺寸皆夺之民间，海内骚然”。内阁首辅叶向高痛陈：“福王富贵
已极，即少此分外庄田亦有何损。河南、山东、湖广尽被水灾，若加之搜刮庄田，将立生祸变，天下人
且群起。”⑦对于这样的社会危机，作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却置若罔闻。

实际上，开矿也罢，征税也罢，在社会经济没有得到发展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对百姓的赤裸裸
地掠夺。万历三十九年（１６１１）户部尚书赵世卿上奏陈说根据崇文门等十几个税关的统计，自从矿
监、税使派出以来，税收日在减少。根据调查，原因在于商户纷纷倒闭，无法经营。因此总体国家税
收反倒大幅缩减⑧。顾炎武观察到：“自万历中矿税以来，求利之方纷纷，且数十年，而民生愈贫，国计
亦愈窘”⑨，“今日所以百事皆废者，正缘国家取州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于上，而吏与民交困”瑏瑠。这就
再次印证了一个古老的规律：藏富于民才是真正的富裕，敛财于官或者少数人手里，国用总是显示一
种窘迫的状态。

万历时期国用固然不足，而到了启、祯以后，天灾人祸交相凌替，明王朝客观上面临着西线农民
起义与东线后金的武装困扰。此时的财政，更无回转的余地。朝廷的征收一日多于一日，皇帝作为
最大的压榨者的形象，已然成为士大夫与底层百姓的共识。陕西巡按曾经上疏指出：“民止此财，官
司既督民以赔税，小民自不能并力以输边。”瑏瑡社会财富总体上是个定额，皇帝的税使征收多了，百姓
生计自然就受到影响。因此，皇帝的财富欲求与国家收支之间的矛盾就表现为皇帝与百姓的矛盾，
明末皇帝“与民争利”的特征被固化在各个阶层中。而无论是内阁还是六部，对这种现状都无可奈
何。内阁首辅叶向高说：“臣闻先臣王锡爵之告皇祖曰：今日阁臣乃天下第一困穷无告之人。盖以无
事权之官而当天下之责望。呼吁难闻，进退维谷。故其言之恫切一至此耳。”瑏瑢

中国古代政体君、相决策体制由于明初废除宰相而彻底改变，代之而起的内阁制与古代的宰相
制有着根本区别。传统体制中宰相代表政府与皇帝代表的君权形成的制约关系沦为单方面的君主
独裁体制，外廷对宫室的关系变成了极其不对称的关系。内阁相权的丧失，固然使得皇帝得以在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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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大事关国计民生的决策上恣意妄行，但社会的整体矛盾的焦点也只能集中在皇帝的身上。这是
明末兴起的猛烈抨击君主专制思潮的社会背景。

现在回过头来看明清之际士大夫对皇权的批判，才会有特别的意涵呈现。
顾炎武认为明代守令无所作为，主要在于君主集权：“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

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①这就是叶向高所说的情况。黄宗羲说：君主得天下则“敲剥天下之
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
者，君而已矣”②，这是对明末江南地区尤其是黄宗羲所在的江浙地区手工业所受盘剥、破坏的真实写
照③。王夫之说：“讯杖者，始以讯也。淫刑者，非讯而用之以挞，刀锯之外有杀人之具焉。令甲不载，
而恣有司之暴怒，以虐辟道失避、输将不敏、祗候失当之疲民，血肉狼藉于杖下而靡所控，既已惨矣。
且益之以夹拶箍楔之毒刘，刑具日繁，而民死益众。有不忍人之心者，损之不及，而复欲益以刀锯
乎？”④对明代皇帝的严酷刑法进行严厉指责。

论者指出，“吏事、兵制、开矿、田赋”四大弊为明朝败坏的主要原由，要之，“明政之弊虽有多端，
然究其病源，实在于君主专政之一事”⑤。

因此，郡县与封建之辨的基本论调是：封建虽然为三代旧制，但已经不可恢复。基本不出柳宗元
《封建论》的范围。但是，封建与郡县，各自都有弊端。这就是顾炎武总结的“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
县之失，其专在上”。既然郡县已经成为秦汉以来牢不可破的国家政体，那么其弊端也时时显露、为
害。在缺乏新的政治哲学资源的时代，对于郡县制度“其专在上”的反思与批评，就只能借助于封建
的话题来进行。这是封建论在不同时代时时被提起的历史背景。同样，我们注意到，宋元以来兴起
的另一种政治文化资源，亦深刻地介入对政治理论的塑造与影响之中，这就是宋明理学。宋明理学
对君主专制从另外一个维度进行理论制约与重构，在明清之际，就表现为政治哲学中的“公私、义利
之辨”。

二、传统思想中的公私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如果说“仁”者爱人是自我修养的开端，那么作
为儒家五德之一的“义”就是由自我推及他人、社会的公共法则。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仁者，人也。
义者，我也。谓人必及人，义必由中断制也。”也就是说，“义”作为衡量“仁”推广于他人和社会的标
准，在“人”与“我”的关系中发生意义。《易经·乾卦》的卦辞为“元亨利贞”，《文言》释“利”为“义之和
也”⑥，也就是说通过“义”的标准来实现的“利”才是正当的利。可见在先秦政治思想中，义、利互相为
训，通过对方的规范来获取正当性，没有绝对的义和利，必“由中断制”才能言利，由义来规定的利，本
义就是在自我与他人的平衡中实现的，片面地强调一己之利最终导致的是义、利两失。这是传统义
利观的基本意涵。但是，放在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具体政治现实中，由周天子以礼乐制度规定
的天下大义与大利的调节机制已经失去效力，社会面临着“诸侯弃礼义”⑦，“上下交征利”⑧的残酷现
实。因此，各家对义利的分疏产生了具体的指向。以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提供者儒家的思想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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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观念。首先，导民为利，肯定普通人追逐利益①的正当性。《论语》说：“富而可求
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②孔子思想中对普通百姓（庶民）追求物质利益给予充分肯定。孔门弟子
中，子贡原本为商人，他善于做生意致富，亦对孔子忠心耿耿，孔子死后他庐墓六年，是孔门学派最重
要的弟子之一。他的名字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也仅次于仲由。这说明孔子不反感经商赢利，货殖
活动也不违反儒家学说的基本宗旨。《荀子》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
欲利。”③从其他诸子各家来看，墨家提出：“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
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④法家则更认为人性自私自
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韩非子指出：“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⑤从先秦诸
子各家来看，基本都肯定好利、逐利是人之常情，毋庸非议。甚至出现有杨朱等学派极端自利的“拔
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⑥的思想，更反映出经济活动和社会财富的积累是人类社会组织发展的根本基
础，先秦的“私利”观是对这种社会基础的肯定。

其次，民取利，官取义。对于统治阶层和国家来说，要取大义而舍小利，不与民争利。“义利之
辨”，更主要的适应对象是占有政权和资源的统治阶层。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清人俞
樾解释说：“古书言君子、小人大都以位而言，汉世师说如此。后儒专以人品言君子、小人，非古义
矣。”《汉书》分说：“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
事也。”⑦显然，孔子所说的君子、小人，实际上是指当时统治阶层和庶民阶层，由于统治集团在利益分
配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因此才需要以“义”来规范。而“义”的本义并不具有道德优势，古代解释
“义”字，大多以“义者，宜也”来解。所谓的“宜”就是适宜，就是拿你适合的那一份“利”。所以，东汉
郑玄注解这句话说：“《论语》此章盖为卿大夫之专利者而发。”由此可见，义实际上是正当的利的边界
问题，正因为原来由礼制来调节的利益分配机制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大崩解，各地诸侯、大夫纷纷
画地为牢，“委地不肯与人”，甚至周王都加入了争夺的行列。《史记》载周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
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
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⑧。

关于古代“义利之辨”的认识，我们必须分清其不同范畴。清人焦循在解释孔子义、利之说时有
一段精到的评论：“此教必本于富，驱而之善，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儒者知义利之辨而
舍利不言，可以守己而不可以治天下之小人。小人利而后可义，君子以利天下为义。”⑨

将义利问题视为社会正义与社会功利之间的关系问题，与视“私利”为正当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
题，适用的范围应作区分。“利”的正当性反映在生产过程，“义”的合理性体现在再分配过程。再分
配的权力系于统治集团之手，因此“义”更多地指向统治阶层，变成统治者的一种道德约束。这种道
德规范被董仲舒表述为一句简要的原则：“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瑏瑠这个思想，成为秦汉
以后儒家统治思想中的核心价值之一。

再次，舍利取义。宋明理学对义利之辨的心性化与泛道德化，不分等级与地位，主张舍利取义。

８４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古代利与益可以互训，《古今韵会举要》卷十七“去声”：“晋西利州，梁改益州。”（中国基本古籍库本，第４８５页）

程树德：《论语集释·述而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４５３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大略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５０２页。

孙诒让：《墨子间诂·兼爱下》，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１１２页。

王先慎：《韩非子集释·备内》，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第１１６页。

焦循《孟子正义》卷二十七《尽心章句上》：“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９１５页）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六十六《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２８９６页。

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１４１页。

程树德：《论语集释·里仁》引焦循《雕菰楼文集·荀子王制篇》，第２６８页。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２５２４页。此处“谊”与“义”通，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五二《帝系考》：
“是故正其义不谋其利者，为子则孝，为臣则忠”，其意相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６７９２页）。



程颐认为“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①。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学，以
《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句为题，认为义、利是判别君子、小人的标准，但“当辨其志。人
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
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②。显然，陆九渊认为义利之辨乃为君
子小人之辨的标准。陆九渊所说的君子、小人，与孔子所说的君子、小人，已经有所不同。前者为价
值判断的好坏之分，后者指不同的人群。朱熹以“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③，“欲，如口鼻耳目四支
之欲，虽人之所不能无，然多而不节，未有不失其本心者”④，主张“损上益下谓之益，损下益上谓之损。
君子惟利天下乃所以自利也”⑤。从人性的角度对义利之关系进行辨析，使其涵盖各个阶层人士，成
为社会整体的道德规范。明代阳明心学，义利对立、去私欲之蔽、存养人本来的天命之性的修身功夫
发展到了极致。王阳明说：“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
之本然而已耳。”“及其动于欲，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物圮类，无所不为。而一体之仁
亡矣。”⑥

思想史上从理学到心学的发展，是从外在之天理到内在的人心来寻求克服人性中有可能遮蔽
善、引发恶的道德修身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这种完善从逻辑上越深入，就越疏离于社会实际，与中
国文化中的常识理性就越对立。这就是宋明理学的道德伦理在明代中后期开始越来越引起士大夫
的不满，呼吁回归汉唐儒学，以先秦汉唐以来儒学对义利、公私的原始论述，来重建贴近日益发达的
商业社会与市民社会伦理的思想日益高涨。

但是，泛道德化并不能否定民众逐利的正当性，李觏为此争辩说：“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
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
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⑦也就是说，人追求利益的欲望，本是人之
常情，只要没有突破一个界限，就完全是正当的。过度的利与欲才构成贪与淫。如果一概以利与欲
为不可诉求，本质上不仅违反人情，还会损害人类生活。李觏甚至批评孟子“何必曰利”的观点过于
偏激，说：“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可以看出，相比于前代的义利之辨，理学家们的义利之争的重心发
生了转移。先秦以阶层区分作为义、利正当性的区分界限，而宋代理学家则以利、欲的“度”作为合理
性的标准。在一定的“度”内，所有人逐利、遂欲的行为都是符合道德的。

人之常情与日常知识在宋明理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天理、人欲、德性、道学等理学范畴赖以
建立的基石之一。李觏将程朱理学中普遍性严辨义利的思想放在常情与常理这个社会制度的基本
层面来讨论，就立即显示出了义利问题一体化适用于所有人后所产生的反人性的一面。这也揭示了
另外一种思想演进的逻辑，先秦“义利之辨”依托于具体的人群，因而其内容具有合于常识，不违常理
的特点。宋明以来的义利之辨被提升到普遍人性与道德修养的高度，虽然在原理上舍利而取义看上
去更为道德，更为符合圣贤的理想。但是其脱离具体对象，高度抽象为一套道德原则的时候，就开始
背离常理与常情。因此到南宋，继李觏而起，叶适认为“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有止，道无止也……
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⑧，陈亮引申孟子之言说：“耳之于声也，目之于色也，鼻之于臭
也，口之于味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⑨南宋事功之学都重新将义利之辨置于具体的事物与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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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成为常识理性对高度抽象化的性命之学的一种有限纠正。
第四，举私利以成公义。从思想史内部的演变逻辑来说，高度抽象化的义利之辨，与蓬勃发展的

社会经济、海外贸易以及弥漫朝野的贪功逐利氛围形成巨大的反差，回到秦汉以来的常理与常情为
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将义利之辨置于具体的人群中来看待，也成为一股强有力的思潮。到明清之
际，除了农、工、商阶层活跃的社会经济活动外，士大夫中对于私利的肯定也上升到了一个高度。普
通人的利欲不仅是社会的基础，富人对社会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富户）其为国任劳，既无事之时，
宜加爱惜，况今多事，皆倚办富民，若不养其余力，则富必难保，亦至于贫而后已。无富民何以成邑？

宜予以休息，曲加保护，毋使奸人蚕食，使得以其余力以赡贫民。”①

李贽则认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心必由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他说农夫、家
长、学者、官员，如果不是有收获、积累、科举、爵禄的回报，谁都不会尽心尽力去做事。即便是圣人孔
子，如果不是为了司寇这一官职，他绝不会在鲁国逗留②。在明末士大夫看来，私利的欲望存在是客
观存在的事实，更是人之常情。甚至这种私利正是促进社会正义形成的基础。明末政治上的腐败没
落，并不是人心中的私欲造成的，而是统治集团以一己之私剥夺了广大人民正当的私利，正是普通人
的私利被剥夺、私欲没有被普遍承认、上层官僚垄断了私利导致了社会的衰败。

因此，明末清初形成了一种重新肯定人的正当私欲与私利，并且在新的“义利之辨”、“公私之分”

的辩证观念之上重建新的社会道德与秩序的整体性思潮。更进一步讲，运用得当的私利与私欲，甚
至是三代王道社会的基础：“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
三代以上已然矣。圣人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而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③值得说明的是，在我们谈
到义与利、公与私等范畴时，都是在某种互相联系与参照的背景下来谈，尤其在思想史上，截然分明、

对立的公私、义利是不存在的。我们在谈论某一时期义利之辨的侧重，仅仅是在道德规范的重要性
或某个群体的优先性的条件下来进行。历史地看，无论是大义高张，还是私利权重，都不可能互相抹
杀，只存一端④。

至此，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公私、义利之辨，开启了一个新的境界。不但先秦时代以私利为基础
的人之常情重新得到承认，推动普遍的私利以大成天下大公与大义，成为明清之际士大夫们的普遍
共识。这成为明清之际政治改革思潮的思想史基础。

三、寓封建于郡县：集权与分权

封建与郡县之辨，不仅在于国家治理模式的区别，更联系着公私、义利之辨。顾炎武就说：“古之
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封之国。”⑤黄宗羲说“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⑥，三代公天
下，后世私天下。封建与郡县对应的是道德伦理上的公私与义利，离开具体的政治制度不说，道德上
的大是大非却不可不说，尤其在制度败坏、政治腐败最为严重的时代。这就是封建郡县之辨贯穿古
今的政治背景。

杨联陞曾经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封建论集权论”作过详细的梳理，指出：“在传统中国学者的心
目中，这两种制度是完全对立的。因此他们往往不考虑到任何定义问题而热烈讨论它们的利弊。事
实上，我们无须把这两种制度看成是两种互不相容的政府组织形式。从整个政治制度史来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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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顾炎武《菰中随笔》引龚子 言论。见《官人久于其任》，中国基本古籍库本，第２６页。

李贽：《李温陵集》卷九《无为说》，中国基本古籍库本，第１０３页。

顾炎武：《郡县论五》，《亭林先生遗书汇辑》（四），第２５３３页。

相关讨论可参考程一凡《顾炎武的私利观》一文，以及随后刘广京所作评议《顾炎武的公利观》一文。二者均载《近世中国经
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８４年，第８１、６６３页。

顾炎武：《郡县论》，《亭林先生遗书汇辑》（四），第２５２７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黄宗羲全集》第１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６页。



发现如果把这两种传统的政治形式当作是具有极为宽广的光系的两极的话，似乎更有意义。”他认为
中国的传统王朝一直存在着两种制度，汉代实行郡国并行制，魏晋郡县与封建共存，而唐代的羁縻府
州也是一种地方的分权组织，明代对宗室的分封更是成为整个国家的负担。这里贯穿的是一个问
题：“从封建制度与郡县制度的对立中明显地可以看到中央集权的难题。当然要是一个社会的向心
力与离心力达到一种完全令人满意的平衡也是相当困难的。”①

着眼于制度本身来看待这个问题，将问题导入制度史的范畴。这个范畴主要着眼于王朝安全的
角度来考量，众建诸侯作为屏藩与防止封国与藩镇叛乱成为另一争论不休的话题。明清之际的思想
家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将公私义利之辨的道德性申辩与国家治理的制度性设计结合在一起，道德
上主张“以私成公”以约束皇权的贪婪，制度上主张分权于地方以加强国家安全。集权与分权，固然
有其客观形成的历史，但其弊端也客观存在。黄宗羲说：“封建之弊，强弱吞并，天子之政教有所不
加；郡县之弊，疆场之害苦无已时。”②顾炎武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这里的
“专”包括专权与专利两个方面，专权对应者封建与郡县之辨，专利对应者义利之辨。从１７世纪政论
的总体来看，封建固然不可恢复，但其弊端却危害甚重。他们给出的药方就是中央释放一定的权力
给地方，使得地方长官对于一地的治理不受掣肘，产生积极性。这是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共识。

封建虽然不可恢复，但并不意味着集权政治带来的危害就不存在。因此顾炎武说：“知封建之所
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弊）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乎？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
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什么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
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③核心就是放权给地方政府官员，特别是县一级的县令和县长。
根据明代地方制度的条件，他提出三条具体办法，罢监司，设世官，允辟属。监司是明代地方监察官
员，正式名称为提刑按察司，与省一级的布政使、都指挥使分别掌管民政、军政与监察。按察司在府
州县设立分守道、分巡道，负责监察地方。明代监察体制甚为完备，中央有都察院都御史、六科以及
派出的巡按御史，地方加上按察司和分守道、分巡道，俗称为“科道官”，机构和职守重叠、细密，浙东
万斯同评论说：“九羊十牧，牵前曳后，而外吏之谨慎惟在善事逢迎矣。”④明代制度对地方督抚、令、长
的防范监察过于细密，地方官员唯恐出错，以不触犯条令为第一要务，“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
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⑤。

顾炎武祖籍江苏昆山，曾祖父曾任南京兵部尚书，他幼年即开始阅读《邸报》，熟悉江南地方行
政。以顾炎武的观察来看，明朝中后期以来的国弱民穷的现状，与地方官员的不作为有很大关系。
而这种不作为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官在层层掣肘之下，没有事权，又极易犯错被纠劾。所以得过且
过、逢迎上意、求全自保就成为官场的普遍规则。地方如此，皇权则早已经堕落为利益集团的总代
表，热衷于收税、开矿，甚至山林川泽之利都为地方豪右所专，地方官员畏于其与各级中央官员的层
层关系，唯有战战兢兢，不敢惩处。这正是国弱民穷的根本。所以，“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袭，而欲身
制万里，如在目睫，天下无是理也”⑥。顾炎武提出加强地方官员的权重，取消各级监司对地方的监
督。同时将这些地方官员变为“世官”，就是长期任职一地，甚至考核称职的话允许世袭，属官则可以
自行任命。世官视其所辖之地为自己之产业，就会自我监督。此法看上去是守、令得以自私，但“夫
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郭皆其藩垣，县之仓廪皆其
囷窌。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勿弃，为藩垣囷窌，则必缮之而勿损。自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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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陞：《国史探微》，第１２７、１３０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方镇》，《黄宗羲全集》第１册，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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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斯同：《明史》卷六十八《职官志叙》，中国基本古籍库本，第８５０页。

顾炎武：《郡县论》，《亭林先生遗书汇辑》（四），第２５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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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①。对于中央来说，适成其大公。
顾炎武共作《郡县论》九篇，并就具体考核、选任给出了方案。但是世官的实行，将会严重堵塞各

级官员的仕途，甚至众多科举出身的士人也将面临无官可做的局面：“或曰：间岁一人，功名之路无乃
狭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竞于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颜渊不仕，闵子辞官，漆雕未能，曾皙异撰，
亦何必于功名哉。”②这就是说，真正好的社会，不是鼓励人们都去进入官场，有才能的人脱离了功名
的桎梏才能真正发挥价值。我们知道，晚明时期江南地区的结社、集会规模宏大、影响广泛，顾炎武
先后参与过几社、复社的活动，江南文人、市民、商人共同参与形成的公共空间，对晚明社会的价值取
向有着重要的影响。顾炎武等人提出士不竞于功名，是科举时代空前的思想。

对于加强地方官的权重，黄宗羲认为至少在边境地区应该实行方镇制度：“今封建之事远矣，因
时乘势，则方镇可复也……欲去两者之弊，使其并行不悖，则沿边之方镇乎？”具体制度是原明朝九边
地区甚至云、贵等地，“分割附近州县属之，务令其钱粮兵马，内足自立，外足捍患；田赋商税，听其征
收，以充战守之用；一切政教张弛，不从中制，属下官员亦听其自行辟召。兵民辑睦，疆场宁静者，许
以嗣世”③。鉴于有明一代周边无宁日，黄宗羲主张至少在边疆地区设置可以世袭的方镇作为镇守。
这一主张的可行性姑且不论，但明、清两代对云、贵地区实行土司管理，正与此论相合。

同样，王夫之在《黄书》中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明朝的各项制度都作了深入的批判。对于明代地
方无权、不能抵御侵扰有相似的观察。为避免“孤秦”之败，莫过于众建屏藩：“自郡上之，为民之治者
受于司，为兵之治者请仍巡抚使之任，而去其京衔，定其镇地，制其厄塞，重其威令，佥其劲锐，闲其文
武，假其利资。七者具修以置藩辅，各战其境，互战其边，行之百年，以意消息，中国可反汉唐之疆，而
绝孤秦、陋宋之丰祸也。”④王夫之对历史上的两个朝代有特殊评价，所谓“孤秦陋宋”，认为秦因废封
建孤立而败，宋因私天下不能攘夷狄，提出只要“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就“足以固其族
而无忧矣”⑤。

综合三大家的政治批判，无不集中于封建与郡县之辨。而在历史问题的表皮之下，矛头所向实
为专制王朝的寡头利益集团对财富与权力的贪得无厌，对百姓之利益的肆意侵犯。正如唐甄所说：
“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圣人以百姓为子孙，以四海为府库，无有窃其宝而
攘其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妇子皆宁。反其道者，输于幸臣之家，藏于巨室之窟，蠹多则树槁，痈肥则
体敝，此穷富之源，治乱之分也。”⑥明清之际的思想家辨义利、辨公私、辨郡县封建，绝非漫无目的地
谈经论史。明朝中后期社会政治领域日益漫延的政治败坏、官员贪腐、士大夫无能等残酷现实，尤其
是以皇家为首的统治集团贪婪敛财对于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产生的严重破坏，使得社会上整体产生
一种批判思潮。在对皇权与官僚集团贪得无厌的批判中，普通百姓与士、商阶层利益不可侵夺，工商
业发展致富为富国之本的观念也获得肯定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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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郡县论》，《亭林先生遗书汇辑》（四），第２５３３页。

顾炎武：《郡县论九》，《亭林先生遗书汇辑》（四），第２５３８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方镇》，《黄宗羲全集》第１册，第２２页。《黄宗羲全集》第１册中附录了两篇被称为《明夷待访录》未
刊文的单篇文章，其中一篇名为《封建》。编者在点校说明中认为是编入《留书》中的篇目。对于这个结论，尚存可议之处：其一，从
《明夷待访录》的体例来看，该书“条具为治大法”，内容为有关治道的国家大政方针的几个方面。有关封建的内容，已有“方镇”一章，

似不可能重出一章来讨论这个问题。其二，黄宗羲自述《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康熙元年（１６６２）至康熙二年（１６６３），《封建》篇中有“自
秦至今一千八百七十四年”等语，推算该篇写作时间为１８５４年，与《明夷待访录》写作时间不合。其三，黄宗羲关于方镇的观点，认为
只在边境和云、贵地区可以实行，并没有全面肯定封建的思想。而《封建》一篇散发着强烈的种族色彩，视野比较狭隘，似与黄氏思想
不合。因此这两篇佚文是否为黄宗羲所作，尚待考究。此外，编者认为《明夷待访录》书名中“明夷”二字为全祖望刻书时所加，亦有
可议之处，此不赘述。

王夫之著，王伯祥校点：《黄书·噩梦》，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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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公权论明末思想说：“明代政论特点之一即为注意于民本、民族之观念；上复先秦之古学，下开
近世之风气。明初之刘基、方孝孺，与明末清初之黄宗羲、王夫之分别代表此两种趋势，皆对专制天
下之弊政加以严重之攻击。然而此数人之学术既仍本之儒家，而明代一般之儒者更不能脱专制天下
之结习。故旧大体言，明代儒学仅为转变时期之前思想，不足以预转变潮流之本身也。”①无论是顾炎
武，还是黄宗羲、王夫之，他们的政论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谱系中已经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就他们所
处的时代来说，虽然欧洲基督教文化的传入已经有了半个世纪的历程，但欧洲的民族国家与现代意
识尚在发育之中，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中国依然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直至１８００年前后，欧洲的
社会经济才与中国拉开差距，进入迅速发展的阶段②。我们不能以近代欧洲共和思想与民族国家的
观念来衡量明清之际政治思想的高下。王家范在分析了明清之际的郡县与封建之辨的政治学意涵
后，指出：“他们往往采取‘倒回去’的思路，也充分暴露了中国传统学术致命的弱点，亦即钱穆等先生
批评的‘只研究治道，不研究政体’……亭林、梨洲先贤因为得不到类似亚氏那种政治学理念的支撑，

既撤不走政治道德化的心理屏障，也跳不出‘封建、郡县’、‘公天下、私天下’固有的概念陷阱。”他对
比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的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三种主要政体与僭主政体、寡头政体、

平民政体三种变态政体后，认为亚氏“对六种政体得以成立的条件、内部构成与关联、利弊得失及其
存亡演变，都有详尽论析，极其逻辑论证和分析归纳之能事”，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总爱把治理
国家方式的好坏归诸于道德、人心、世道之类精神性因素，而对社会其他因素的作用轻忽，甚至一起
都被‘道德化’，因此对各种政体的内在机制缺乏分析综合的眼光。”③

中国政治思想中的道德取向固然为一重要特色，但我们今天来看，道德规范之建立实为秦汉以
后士大夫阶层对君主专制权力加以规范制约最为成功的一个渠道。中国式的“公私、义利之辨”的背
后，都现实地指涉着王朝不同时期的不同阶层与集团的具体利益。明代末期的义利之辨对明朝以皇
权为核心的利益集团的批判既包含深刻的学理又有着现实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因素。这是看待中国
传统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层面。相比西方的政治哲学，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都早于洛克
（１６３２）、卢梭（１７１２）的时代，中国古典政治思想中只缺个人权利与社会契约等观念，晚明以后的中国
历史，与西方社会相比缺乏的是在这种权利观念的激励下一波又一波的大革命以及民族国家相继建
立的过程。政治思想总是超前于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国虽然直到晚清才开始建立自己的现代政治观
念，但我们不能说１７世纪的中国政治思潮与西方的政治观念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实际上，在晚清
建立权利、自治等现代政治观念之时，士大夫并不是完全采用外来观念，明清之际的政治思潮正是中
国近代革命伦理得以建立的重要思想资源④。

四、继承与重构：晚清自治思潮与封建论

魏源《海国图志》介绍外大西洋国育奈士迭的政体时说：“西洋称部落曰士迭，而弥尔利坚无国
王，止设二十六部头目，别举一大头目总理之，故其名国育奈士迭国，译曰兼摄邦国”，“各部落自立小
总领一人，管理部落之事。每部落一议事公所……小事各设条例，因地制宜，大事则必尊国中律历”，
“数百年来，育奈士迭遽成富强之国，足见国家之勃起，全由部民之勤奋。故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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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４８１页。

见王国斌《转变中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性》（李伯重、连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彭慕兰《大
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两书都对明清以来中国与欧洲的经济进行了比
较研究，得出相似的结论：中国与欧洲大约于１９世纪初期出现了显著的发展差异。

王家范：《重评明末“封建与郡县之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实际上，明清之际提出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的思想，基本奠定了后来有关讨论的格局。例如晚清俞樾认为：“封建必以郡县
之法行之，郡县必以封建之法辅之，两者并用，然后无弊。”就是直接延续了清初的思想。见俞樾：《宾萌集》“说篇二”《封建郡县说》，

中国基本古籍库本，第２１页。



而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辟所治无异，此又变封建、郡县
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①。育奈士迭即合众国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的汉译，美国的各州被翻译为部落，
总统、州长之属翻译为大小头目。这是近代以来首次介绍西方联邦自治政体的著作，魏源等人认识
到这是一种与传统中国封建与郡县制都不同的政体。《海国图志》百卷成书于１８４１年至１８５２年间，
清王朝经过近二百年的稳固统治，开始遭遇最为剧烈的政治震荡。从１９世纪中期起，无论是外部的
列强侵略，还是内部的太平天国革命，都从根本上动摇着对传统统治模式的信赖。到戊戌变法和庚
子之变以后，革命思潮与立宪思潮成为两种主要的政治思潮。在这种背景下，地方自治成为各方讨
论的热点之一。

自治，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有自行管理或处理、自我修养德性、自营等含义。但是近代以来，在国
家权力使用层面的自治开始出现。例如在《万国公法》中，ｓｏｖｅｒｉｇｎ一词被译为“自治自主之权”，如
第二章的标题为“论邦国自治自主之权”。同时，ｓｅｌ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也被翻译为“自治”：“弱国相依于
强国而得保护，不因而弃其自立自治之权，此公法之常例也。”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的政治格
局发生重要变化。其显著者，在中央为权力中枢由内阁、军机处向总理衙门的转移，地方则以直隶、
两湖、东南督抚等地方势力的崛起为特征。在办理洋务过程中，这些省份的士绅阶层不仅熟悉了国
外引进的装备、技术，对西方各国的政教制度也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因此，甲午战后士大夫开始呼
吁变法，利用中外政治思想资源酝酿新的政治改革理论。

１８９９年２月，在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的支持下，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
立南学会，宗旨为开启民智、呼吁变法、宣传自治，其中黄遵宪主持政教讲习。在第一次讲义中，黄遵
宪就列举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例子，大力呼吁地方自治：“所求于诸君者，自治其身，自治
其乡而已矣，某利当兴，某弊当革，学校当变，水利当筹，商务当兴，农事当修，工业当劝，捕盗当讲求，
以闹教滋祸者为家难，以会匪结盟者为己忧，先事而经画，临事而绸缪，此皆诸君之事。”自治之道，在
于行封建之意：“能任此事，则官民上下，同心同德，以联合之力，收群谋之益，生于其乡，无不相习，不
久任之患，得封建世家之利，而去郡县专政之弊，由一府一县推之一省，由一省推之天下，可以追共和
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余之言略尽于此。”③黄遵宪所言“得封建世家之利，去郡县专政之弊”，就是
顾炎武《郡县论》的主要思想。

１８９９年，曾在英国和香港学习并在香港创办西医书院的何启会同胡礼垣将历来呼吁学习西方
各国制度、加快体制变法的文章结集出版，称为《新政真诠》。在此书中提出了各省向中央租赁行政
权力的“批赁”制政治设想。何为批赁？书中说：“批赁者，谓国家以十八省之地出赁而听各省之民承
批，或各省之民愿批其地而向国家赁取也。”④租赁的方法是订立章程，以五十年、七十五年、百年或永
久为限。何启留学欧洲，对欧洲历史上自治城市向封建主赎买自治权自然熟悉，就是在《海国图志》
中也介绍了多个欧美国家或者城市通过赎买获得自治的例子⑤。他认为就分与合来讲，国家主要在
于“合其心”，而地方主要在于“分其事”，从东西方政教制度对比来说，“外国知国必须分治，然后能合
而为一也，于是悬设议员，府设议员，省设议员，使各省各府各县之政事归其人之自理。中国则以为
政府须独揽全权，然后能齐而一之也。于是县必听于府，府必听于省，省必听于京师，使各省各府各
县之民情必不容其人之自达而自任。成败异途，强弱易位，端由于此”，租赁制“此策比封建、郡县实
为胜算”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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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魏源著，李巨澜评注：《海国图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９７、４０１、４０２页。

丁韪良主译：《万国公法》卷一，北京崇实馆刊本，第３０页。

黄遵宪：《南学会第一次讲义》，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六）专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４１页。

何启、胡礼垣著，郑大华点校：《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０４页。

如《育奈士迭国总记》中记述印第安纳州从法国赎买自治权归入美国事，见魏源著，李巨澜评注：《海国图志》，第３９９页。

何启、胡礼垣著，郑大华点校：《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第５０５页。



章太炎也于１８９９年发表《藩镇论》一文，指出晚清依靠曾国藩、左宗棠、刘坤一等人支撑半壁河
山，使得“白人虽觊觎，犹敛戢勿敢大肆”，他认为藩镇与宪政并不矛盾，举日本明治维新中萨摩、长洲
二藩响应宪政的例子，认为只要中央实行宪政，藩镇自然响应：“夫削藩镇以立宪政者，天下之至公
也。”可以看出，章氏此时的封建论，明显继承了黄宗羲和王船山的思想，并且结合了日本宪政的现代
理念。所以他在文章的结尾中说：“吾读《黄书》，至于《古仪》、《原极》诸篇，涕潸然矣。”①

１９０２年，康有为在《新民丛报》发表《公民自治篇》，开宗明义提出：“自治之制，天理也，自然之势
也。”他以古代国家为一大团体，家族为一小团体，团体之间事务不能分明，则如人之脑魂不强、心血
不足，成为废人。近代社会，铁道、汽船、矿山、学校、工商农业各种公司，“皆听其自为立法，自为行
政”，大公司用人数十万，类似小国，“等于古之封建矣”。他深刻地指出这实际上是集权与分权的问
题，“故集权与分权，相反而相成者”，他考察欧美各国自治的形式，认为“夫地方自治，即古者之封建
也”，“故通地方自治之制。知古人之所以胜于今者。在有合乎封建之意。欧美之所以胜于中国者。
在以民自治而不代治之也”。

晚清自治思潮，兴起于甲午战争以后，至１９０３年而达到高峰，人人而得谈自治，地方自治与联省
自治的思想深入人心。这中间有明清之际封建论诸位思想家的重要贡献。三百年前的政治批判借
着改良与革命的话语再次复活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推动新思潮合法化与普及化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
用。当然，与封建论相联系的晚清自治思潮本身有一定内在缺陷，比如１９０３年就有人注意到当时所
谈论的自治观念较少有“自主”的色彩：“自治与自主，绝然不同。自主兼有立法之权，自治则只有行
政之形式而已。西语名自主为ａｕｔｏｎｏｍｙ，而自治则曰ｓｅｌ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其意亦绝不相同。”②因此，
随着革命思潮的发展，向清朝中央争取自治权利的中国近代特色的封建 自治思潮，让位于革命思
潮，逐渐从波澜壮阔的近代政治思潮的舞台上退隐。

萧公权论近代国家之特征，认为虽然各国政治多有不同，但至少有以下几端可视为共同特点：
一，树立民族自主之政权。二，承认列国并存，彼此交互之关系。三，尊法律、重制度，而不偏赖人伦
道德以为治。四，扩充人民参政权利。“此四种品性，吾国当专制天下之时期固完全缺乏，即在封建
天下之分割时期亦仅略有痕迹，似是而非。”③此论大体而言，固然不错。但放在中国政治思想演化的
长期历史中来考察，并未反映深层的实际。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中国固然未能引领潮流，属于遭受
一系列屈辱而后知后觉、奋起直追的后发型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以士大夫为主的精英阶层———士
绅阶层，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从明末清初的社会批判思潮、第一次西学东渐到晚清的睁眼看世界，
士绅阶层都努力保持着知识的更新与思想的活力。即便是普通百姓，也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具有
了更多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１９世纪起西方社会进入了快速发展期，而中国则在缓慢地感受、应对
着这种越来越重的压力。士大夫总是力图将这种潜在的危机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无论从明代还
是清代来看，阻碍这种知识与观念更新的主要力量都来自权力寡头阶层，既有秩序的维持永远只有
利于既得利益集团。士大夫阶层总是在风雨如晦的气氛中通过对三代的怀念与道德的诉求来实现
对皇权的有限制约。封建与郡县、义利之辨、公私之辨这些古老的话题不停地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
式展现当下的社会矛盾，这正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值得重视的一面。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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